效法抗戰精神，落實全民國防建設

王競康

提　　要：

一、治史應跳脫意識形態，不必跟隨所謂「歷史層累」造神角度重建現場，但應

稍具方向感與時間現實感，避開鈕先鍾所痛斥之「時代錯亂症」。

二、中國對日抗戰在世界歷史裡獨樹一幟的奇特性格。中國誠然是一個大國，卻

也是一個弱國，中國全民抗戰的同仇敵愾精神，使日本軍閥深陷於中國戰場不能

自拔，終究落得亡國滅種。最後還不得不將八十多年來蠶食鯨吞所攫奪的膏腴全

部歸還。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即此而來。

三、陳仁霞認為歷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三○年代艱難的國際、國內處境中，

中國政府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不說是令人矚目。眾多學者咸認為「這種

成功可謂在世界近代史中無出其右」，是成功的「弱國外交」典範。而今我國在

國際社會生存空間遭受諸多無情打壓，此一對世局的熟稔與掌握運用更突顯其意

涵深遠與重要性。

四、Ian Buruma指出「更不可以一廂情願地認為，日本會有一個真正具有真知灼

見的偉大政治家，能夠誠心誠意、率然地坦承他們曾經犯下的歷史錯誤而卑恭屈

膝、俯首認罪。」

五、修昔提底德認為國際情況的變化很難預料，勝利之果很快就會變酸，當政者

尤其是必須為國家的長遠利益著想，而不可對短程利益作過度的追求。

六、當今之急務，莫過於喚起國人在安逸歲月中逐漸淡忘的愛國情操與兵凶戰危

的歷史教訓。

關鍵詞：「抗日戰爭」「蔣委員長」「抗戰精神」「日本國家主義」「弱國外交

」

壹、前言

雖然這場民族聖戰開打迄今已歷一甲子有餘，典型與殷鑑已逐漸凋零，但問題似

乎並未隨著時光增長而稍具定論，甚且有瓦釜雷鳴、喧賓奪主態勢。坊間某些人

士所辯難之論題，雖頗具挑戰性，但我等亦不必跟從其所謂「歷史層累」角度與

現場起舞，避免重蹈鈕先鍾大師痛斥之「時代錯亂症」〔註一〕。以及黃仁宇教

授所提醒「我們敘述事故，不能忘記背景上有一個時間之因素存在」〔註二〕。

惟其如此，方能沉靜面對真正而冷酷史實。否則，正如黎東方教授在《蔣公介石

序傳》中所言：「我們做了敵人希望我們做的事還以為是自己要做的〔註三〕。

」

揆諸詭譎世局，敵國外患紛擾，我國民之憂患意識在逸樂中逐一解除心防。當今

急務，莫過於喚起國人在安逸歲月中逐漸淡忘的愛國情操與兵凶戰危歷史教訓。

貳、積弱的中國與抗戰精神之回顧

一、「淞滬戰役」與全面抗戰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載：「8,13甲、上海戰爭揭幕，(上午九時十五分)「全面抗戰

開始」！ 

「八一三淞滬戰役」日本又稱為「上海事件」。事實上，一般習稱之「淞滬戰役

」，實際上有兩次。其一乃民國21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日方稱「第一次上海

事件」。「一二八淞滬戰役」以「事件」與簽署停戰協定收場，日本軍閥在獲得

其戰略利益之餘，於文件中吹擂道：「在此一作戰中，一舉投入充分之兵力，而

迅速達成作戰目的，復乾淨俐落迅速撤兵〔註四〕。」

民國26年爆發「八一三淞滬戰役」，日本軍閥稱此為「第二次上海事件」，國際

間以「中國事件」名之〔註五〕。此時，日本軍閥又仍然妄圖故伎重施，希望能

再度蠶食鯨吞中國之利益。殊料脫身不得而且每況愈下，深陷  蔣委員長於民國

27年11月25日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所言「消耗」、「疲困」、「

進退維谷」的「長期戰」泥淖〔註六〕。兵學大師蔣百里先生「勝也罷，敗也罷

，就是不要同牠講和！」之語更成全民共識。陶菊隱筆下讚其是「俄然成為抗戰

時期的名言」〔註七〕。黃仁宇認為：「中國對日抗戰在世界歷史裡獨樹一幟的

奇特性格。中國誠然是一個大國，卻也是一個弱國，戰前戰後最高統帥即已明白

道出，中國無力在軍事上單獨取勝。唯一的辦法則是長期不承認失敗，一心要將

對方拖垮，而且要靜候國際情勢的變化。八年之後，這全部方略一句一字的做到

，這已算是離奇〔註八〕。」上述諸等中國全民抗戰的同仇敵愾精神與戰略作為

，使日本軍閥深陷於中國戰場不能自拔，終究落得亡國滅種，最後還不得不將八

十多年來蠶食鯨吞所攫奪的膏腴全部歸還。日本官方戰後編撰之戰史中竟如此不

甘寫道：「自從明治初期以來，國家與人民在中國大陸孜孜不倦所建立之諸權益

、財產以及臺灣、朝鮮、滿州等均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長達八十餘年之大陸政

策，到頭來只是一場空〔註九〕。」

二、侵略者算計中的「大陸政策」

事實上，日本對中國的「大陸政策」有其極細膩之操作手法。陳豐祥在《近代日

本的大陸政策》書中明確寫道：「日本的大陸政策是一種思想與行動。這是日本

自明治政府成立以後，為實現其富國強兵，進爾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國策目標

，所採取的配合措施。換言之，日本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成功與否，實繫於其大陸

政策的順逆得失。然而，國際情勢的客觀因素以及中國面對此一壓力所表現的立

場與態度，也決定了日本大陸政策的順逆得失〔註十〕。」

而以中國為目標的大陸作戰準備，大約始於1879年之交。蓋1878年12月5日，日本

制定參謀本部條例，將原陸軍省內之參謀局獨立設置參謀本部，直屬日皇，職司

用兵作戰之軍令。翌年，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數十名將校

，以使館武官及留學生名義派遣來華，目的在調查華北一帶形勢以及中國兵備、

地理情形。桂太郎因而提出「對清作戰策」，並編撰「支那地誌」、「鄰邦兵備

略」等書。1880年11月山縣根據上述報告書向日皇提出「鄰邦兵備略表」，積極

進行以大陸政策為目的之軍備〔註十一〕。至於日本在「國防方針」中首次以中

國取代俄國成為其「第一號假想敵國」字眼，是在其所謂的「自明治15年(清光緒

8年，西元1882年)間至甲午之役終結」之際〔註十二〕。但在爾後的數年間，這

概念始終反覆不定，直到大正7年(民國7年，西元1918年)又在「國防方針」中「

復將中國加入為假想敵國」〔註十三〕。不過這所謂「假想敵國」僅屬「非專業

」性質，蓋日本在《滿洲事變前後之國防政策》資料中已大言認為「陸海軍均認

為以其部分兵力即可予以因應〔註十四〕。」然就中國而言，這場殘酷慘烈而又

極端不平衡的戰爭，根本就是一個「『近前代』的社會，去迎接『現代化』的戰

爭〔註十五〕。」胡適更言「中國是一個中世紀國家」！在日本戰略構想中，疲

弱的中國根本不配與其抗爭。故謂：「對中國之作戰，並未預期純粹以中日戰爭

而策定，主要以保護帝國之權益與日僑為目的而出兵。在用兵綱領之大綱上明示

以佔領滿洲及華北各要域，依狀況亦佔領華中及華南之一要區為目的〔註十六〕

。」

但日本如意算盤卻未如其預期般順利，蓋此第二次「淞滬戰役」已打亂其鯨吞蠶

食算計。這個被稱之為「上海事件／中國事件」的「八一三淞滬戰役」，其實早

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地戰雲密布。「八一三淞滬戰役」之發生，和以往任何

一次「事件」不同，這次是中國主動迫敵作戰〔註十七〕。

此舉乃狂妄之日本軍閥所料未及，鋒鏑遭挫之餘更妄圖以「一擊」態勢迫使中國

屈膝。 蔣委員長以「待得久的為勝」信念淬勵奮發全民抗戰精神，並巧妙轉移作

戰軸線，使日寇黔驢技窮，終至亡國滅種而後已。

三、「日本國家主義」再抬頭與兵凶戰危的歷史教訓

日本靖國神社博物館，職業神道員面對心懷恭謹參觀同胞，為五、六○年前「曾

經為了人類的和平，在聖戰中提供了偉大功能」的「大東亞聖戰」，聲嘶力竭、

機械式重複樣板話語：「這場戰爭應該叫做『大東亞聖戰』才對！事實上，它是

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為自己的生存，起而對抗共產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

我們挺身而出，率領亞洲人民開啟這場聖戰，是別無選擇的必然行動，否則我們

和所有亞洲的人民將難逃被消滅、被淘汰的命運。你看，直到今天，還有不少的

亞洲人民仍舊對我們日本心存感激，就是我們當年戰爭行動絕對正確的最好證明

，……〔註十八〕」

靖國神社「戰爭文物博物館」紀念品部門，更展售多種由館方發行之觀光簡介小

冊，對該戰爭性質有更「明確」說法：「大東亞聖戰，在本質上，絕對不是一場

日本對外侵略的戰爭。相反地，它是日本與亞洲人民為了反抗赤色共產主義席捲

大陸的保衛戰，更是一場為了解救亞洲人民免於西方帝國主義壓榨地自衛戰〔註

十九〕。」細究彼等上述諸多言語，幾與無條件投降直後「東京大審」中被判處

絞刑之「聖戰首相」東條英機所持「以正當防衛而反擊」等供詞幾乎如出一轍〔

註二十〕。感覺得到，這些至死不肯悔改的「大東亞共榮圈」妖魔鬼魂和「日本

國家主義」，仍然牢牢盤崌在彼等心靈，且將伺機而出，繼續危害世人。鑒之思

之，能無憂乎？荷蘭籍學者Ian Buruma在《德國與日本的省思(Wages of Guilt)

》書中指出：「當然你更不可以一廂情願地認為，日本會有一個真正具有真知灼

見的偉大政治家，能夠誠心誠意、率然地坦承他們曾經犯下的歷史錯誤而卑恭屈

膝、俯首認罪〔註二一〕。」

前日本帝國海軍軍官實松讓，於1970年因在靖國神社親見「神風特攻隊」戰死於

南太平洋的植村真久大尉之遺孤素子，於「拜殿」中欲藉舞蹈與其亡父靈魂「心

靈神會」表達其孺慕之情時，「按捺不住湧上心頭的衝動」，以兩年時間寫下《

日本海軍英傑傳》，歌頌其「護國諸神」〔註二二〕！

除此種種，日本政客更甘冒世界輿論大不諱，再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之「護國諸

神」！外電報導謂「是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者」的小泉純一郎執意以首相名號赴

社參拜，「除台灣外」亞洲國家紛紛反對〔註二三〕。彼更以「未違憲」之說為

其行為合理化辯飾〔註二四〕。亞洲學會華盛頓分會主任李天惠在喬治城大學主

辦之亞洲問題研討會上，便曾預言「日本國家主義」必然伴隨著「經濟動物」之

後崛起。

回顧六○年來，各界對於被稱為「二次世界大戰中第四次的運命轉戾點」的日本

偷襲珍珠港事件歷史公案，各自不同角度探討與挖掘「真相」之努力可謂車載斗

量。而日本更處心積慮將「原爆受害者」角色淋漓盡致發揮，其以「終戰」之不

甘心態，對引致二戰浩劫難有幾分省思！

鈕先鍾曾說：「兵凶戰危，古有明訓，相信戰爭能夠帶來較好的和平，實屬荒謬

的幻想。我們最大的感想就是即令到今天，仍有許多人還不曾學會它的教訓〔註

二五〕。」可謂語重心長。

四、忘戰必危的反諷

反觀吾等拜經濟起飛之富足新世代，幾已不知二戰為何物。豐裕的物質生活更早

已忘卻抗日戰爭時段的萬端艱困！以國內頗具影響力之某雜誌為例，其在〈太平

洋中的幽靈艦隊〉等類報導文字中可略見端倪。它的譯者不知「超級空中堡壘」

就是B-29轟炸機、將原子彈寫成「摻雜了添加劑的A砲彈」；而譯文中把當年策劃

偷襲珍珠港的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座艦「長門號」，也只簡

單音譯為「納加扥號(Nagato)」〔註二六〕！

此外，中國時報及國內大型平面媒體亦曾經專欄報導：「是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

者」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意以首相名號赴社參拜，亞洲國家紛紛反對。但

是，「台灣除外」！ 

數年前，美國華德迪斯尼公司籌拍一部號稱「好來塢影史上花錢最多」的戰爭劇

情片－「珍珠港(Pearl Harbor)」，於2001年5月28日國殤日在全美公演。並於一

周前之5月21日，洽商碇泊夏威夷珍珠港美國海軍航空母艦「史丹尼斯號」充當首

映場地。不知巧合還是有心，該航艦停泊地點距離當年被炸沉沒的主力艦「阿利

桑那號」僅只約百碼之遙。這場號稱花費500萬美元鉅資的首映典禮，在城開不夜

、歡慶煙火背景與隆隆擬真音效施放中，和當年「日本黃皮鬼子」偷襲的炸彈、

魚雷轟擊得天翻地覆場景形成強烈而詭異對比。

被稱為「珍珠港淚滴」的細小油珠，無視於看過試片的戰史學家和親身經歷事件

老兵們兩極化論爭，依舊兀自在沉艦油庫裂隙中緩慢、靜謐地滲出、浮散水面，

蔭渲成絢爛七彩油花在起伏浪湧間蕩漾，似乎無言地折射出另類戰爭悽苦面向。

對比前述日本靖國神社裡職業神道解說員聲嘶力竭、口沬橫飛之舉，歷史竟如此

反諷。

參、落實全民國防建設

一、強化歷史／戰史教育

鈕先鍾大師曾說：「有人會認為歷史是過去的事實，它本身不會改變，所以，只

要肯下工夫，則一定可以發現事實的真相。…尤其是當時間隔得較久時，雖然會

有許多新史料陸續被發現，但也有許多重要證據會佚失或湮滅。所以對於歷史的

研究只能說是利害參半〔註二七〕。」

英國牛津大學史學博士羅斯也曾經說過：「歷史是一種時時離不開人性的學問，

讀歷史人物的傳記不但有用，而且非常過癮。」其「不只是拓寬了我們的視野，

而且提出了許多資料供我們分析歷史人物的動機〔註二八〕。」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 》譯者吳玉貴，二戰時段曾在南

洋群島日軍部隊服勤。其以親身經歷在〈譯後記〉中記述：「日本帝國海軍最後

一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小澤治三郎，在擔任海軍大學教官時，積極鼓勵學員多看

戰史，他認為海軍戰術教典「海軍要務令」僅係抽象性質，戰史才能啟示具體性

之作戰行動。」

更言「戰史是指揮官之良師亦為兵學之泉源。」特別是日本的戰史，我們更要重

視它，研鑽它。畢竟日本是我們的「怪胎」鄰國！研究日本戰史，對中國人而言

，具有雙重意義，其一能澈底了解日本之政治與戰爭心態，使我們能夠達到「知

己知彼」之境地，其次可剖析日本人之雙面民族性，因應即將再度抬頭之「日本

國家主義」〔註二九〕！

二戰期間被視為日本帝國海軍瑰寶的源田實中佐，戰後累昇至自衛隊空軍參謀長

職，其在《指揮官－領導統馭之祕訣》書中直陳：「離開歷史，既無現在，亦無

將來〔註三十〕。」但「只知高臥在祖先遺產之上，悠然自得者，均無歷史負責

人之資格〔註三一〕。」且又言「戰史學家不一定能成為名將，政治學者不一定

能成為名宰相〔註三二〕。」 是故，Ladislas Farago筆下的巴頓將軍(Gen. Ge

orge S. Patton., Jr.)，其不但精心深研拿破崙、威靈頓等諸多名將言行，更將

其內化至心靈深處，方始成為一代名將〔註三三〕。值得注意的是：「戰史研究

之所以不同於戰爭電影、小說，乃是因其不能靠天馬行空的杜撰想像，以滿足感

官刺激為目的，而需具備學術考證與推論的嚴謹態度，不僅應以核心的思想主軸

，貫串繁瑣的人、事、時、地描述，最終並得回到衝突背後所依附的歷史與文明

下，方有其做為社會科學學門的價值〔註三四〕。」

二、效法  蔣委員長卓越的戰略眼光

鈕先鍾在〈修昔提底德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論文中指出：「基於對整個戰爭所

作的觀察，修昔提底德獲得一條最重要的結論，那就是國家是由誰來領導，在結

果上足以產生非常重大的差異〔註三五〕。」

鈕文指出修昔提底德認為國際情況的變化很難預料，勝利之果很快就會變酸，當

政者尤其是必須為國家的長遠利益著想，而不可對近程利益作過度的追求。Henr

y E. Eccles認為：「戰略的目光遠大，是要使戰術的成果與戰略目標配合。無戰

略加以指導的戰術可能僅求保持一個戰場的勝利，而 作盲目的犧牲〔註三六〕。

」法國元帥福喣更云：「戰略上的拙劣行動，除非能以優秀的戰術補償，則必歸

失敗〔註三七〕。」

當蔣委員長達成改變作戰軸線的卓越戰略指導之後，日本軍閥在其戰略作為上已

呈福喣元帥所指稱之「拙劣」，雖仍圖不斷以戰術行動求勝，但也只能徒然作「

盲目的犧牲」，其勢再衰三竭如強弩之末，深陷中國戰場泥淖不可自拔，終致亡

國滅種，可謂咎由自取。

但日本軍閥慘絕人寰之「南京大屠殺」等罄竹難書滔天罪行，歷史應該記取這筆

血債的教訓！

三、效法　蔣委員長對世界局勢的精確掌握

時至二十世紀三○年代，中國依舊是胡適先生筆下的「中世紀國家」。以一個次

殖民地且貧弱交加的國家，在一切奉行「國家利益」至上的國際社會夾縫中掙扎

圖存實已不易。不幸的是，三○年代對東亞而言是一個激烈動盪的時代，在弱肉

強食之國際叢林中所謂「國際正義」僅聊備一格，中國處此艱困萬端境遇可謂捉

襟見肘。日本軍閥猖狂至極得意忘形的「侵略姿態」，在鯨吞與蠶食間交相凌遲

中國。

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攸關國家民族絕續存亡，更是國際舞台環節相扣下的一顆棋

子，「中國對日抗戰在世界歷史裡獨樹一幟的奇特性格。中國誠然是一個大國，

卻也是一個弱國〔註三八〕。」在國民政府無所不用其極方式下，「弱國外交」

之為用甚至超越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結好於國際，以延國脈民命。在對抗日本侵

華戰爭期間，我軍民同胞在諸多戰役中犧牲慘重，其間不乏戰略運用，更搭配之

以外交「以夷制夷」手段，終能達成目標！

陳仁霞認為歷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三○年代艱難的國際、國內處境中，中國

政府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果令人矚目〔註三九〕。此等「抗戰外交」改變了「弱

國無外交」傳統觀念，開創了弱國外交成功先例，留下寶貴歷史經驗。此一成功

的抗戰外交也是近代外交史上沒有過的事情〔註四○〕。

事實上，一國之外交必須建立在自立自主基礎上。近代以來，中華民國積貧積弱

在外交上無所作為，只能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來達到利己之主客觀願望，此「以

夷制夷」外交方式，往往也能收到某一程度之成效〔註四一〕。然此手法亦只能

視為手段，而不可做為目的。

正是因為建立在本國獨立抗戰的基礎上。所以當西方大國依然綏靖帝國主義日本

時，中國外交政策卻並未重蹈九一八事變後外交的覆轍，使這一時期中華民國外

交之成功，堪稱難能可貴。學者咸認為「這種成功可謂在世界近代史中無出其右

」〔註四二〕。是成功的「弱國外交」典範。

而今我國在國際社會生存空間遭受諸多無情打壓，此一對世局之熟稔與靈活掌握

運用，當更突顯其意含深遠及重要性。

四、效法　蔣委員長「一種冒險的精神，一種賭博者的氣概」

E.N.Harmon將軍在回憶錄中說過：「戰鬥的將領必須是賭博者〔註四三〕」。二

戰末期「機上戰死」追晉為日本海軍元帥的山本五十六大將，甚至認定「不會賭

的男人太差勁」；而其本人在許多人士心目中被視為是個「精明的賭徒」〔註四

四〕。英將魏菲爾(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在《為將之道(Generals and G

eneralship)》書中認為：一個「真正偉大的統帥」，其精神上的品質，便是「一

種冒險的精神，一種賭博者的氣概〔註四五〕」。被暱稱為「沙漠之狐」的納粹

德國隆美爾元帥，1942年初在北非戰場交卸職務前一場臨去秋波的「凱撒林隘道

之役(The Battle of Kasserine Pass)」攻勢中，打得美軍「狼奔豕突，潰不成

軍」。根據該相關戰役記載，其自稱雖非賭徒，卻因「賭注太大」而技癢下場豪

賭〔註四六〕。在諸多戰史的記載上，我們更可以認定：中日「八一三淞滬戰役

」是場豪賭！

此其中除了　蔣委員長具備名將們所共同擁有的神秘第六感與作為之外，黃仁宇

更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對  蔣委員長於1937年11月13日的日

記中記載「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的概念，評

有「這種賭博，今日半個世紀之後我們看來猶有餘悸」之語！

黃仁宇認為該等作戰指導不僅是種賭博，甚且是種「豪賭」。而且，這僅只是抗

日禦侮戰爭中三項豪賭的其中之一而已！但此等困境卻無一不在「柳暗花明」之

後，居然勝券在握，「一一統吃」！黃仁宇在書中慨歎：是「天意」抑或「幸運

」〔註四七〕？對此，英將魏菲爾說得清楚：「一位勇敢的將領可能幸運，但不

勇敢的將領便無幸運可言〔註四八〕。」

郝柏村將軍在《教戰記》書中〈將領應有之稟賦與素養〉篇，引申為：「幸運是

隨勇氣俱來的，有勇氣者，才能產生幸運，掌握幸運；沒有勇氣，便毫無幸運可

言〔註四九〕。」

對於　蔣委員長這位在戰略作為上迄今仍然令人思之「猶有餘悸」，到後來卻「

一一統吃」的高明賭徒，是否夠格作一位「戰鬥的將領」？以及山本口中的「好

」男人？

肆、代結語：「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從七七事變到淞滬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留下寶貴歷史經驗。中國「抗戰外交」

改變了「弱國無外交」的傳統觀念，開創了弱國外交成功先例。此一成功的抗戰

外交也是近代外交史上沒有過的事情。

事實上，一國外交必須建立在自立自主之基礎。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在外交

上無所作為，只能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來達到利己之願望，是為「以夷制夷」之

方式，往往也能達到某一程度之成效。但此等手法只能視為手段，而不可做為目

的。

正是因為建立在本國獨力抗戰的基礎上。所以當西方大國依然綏靖日本時，中國

外交政策卻並未重蹈九一八事變後外交覆轍，該時段中國外交之成效，堪稱難能

可貴。

陳仁霞認為歷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三○年代艱難的國際、國內處境中，中國

政府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不說是令人矚目。學者咸認為「這種成功可謂

在世界近代史中無出其右」。是成功的「弱國外交」典範。而今我國在國際社會

生存空間遭受諸多無情打壓，此一對世局之掌握運用，更顯示其意含深遠與重大

。

當下世事滄桑，有心份子瓦釜雷鳴，張牙舞爪污衊行徑一如黎東方教授所言：「

我們做了敵人希望我們做的事還以為是自己要做的。」對應李德哈特所言「最偉

大的將軍就是那個能使敵人犯最大錯誤的人」之語〔註五十〕，  蔣委員長領導

全民抗戰在歷史中的定位已不辯自明。

戰後，日本處心積慮以「原爆受害者」角色，並以「終戰」之不甘心態，對引致

二戰浩劫缺乏省思。且在經濟發達後不甘寂寞，給世界帶來無窮禍害的「日本國

家主義」鬼魂方興未艾。

鈕先鍾大師曾說：「兵凶戰危，古有明訓，相信戰爭能夠帶來較好的和平，實屬

荒謬的幻想。我們最大的感想就是即令到今天，仍有許多人還不曾學會它的教訓

。」

重展兵聖孫子「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話語。吾等雖應以炎黃子孫之身

傲然，但不可「只知高臥在祖先遺產之上，悠然自得」。且憂患自省是否具備「

歷史負責人之資格」，重振抗戰精神，落實全民國防建設心理機轉，再現泱泱民

族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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